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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传佛教音乐的缘起与发展
觉 嘎

藏族原始信仰认为 , 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 , 因此

有了图腾崇拜、动物崇拜、山神崇拜等自然崇拜和“煨

桑烟祭”等祭祀习俗。本教兴起之后 ,一方面把过去的

信仰纳入到自己的观念系统 , 同时又提出了作为本教

哲学思想的相应教义理论 , 认为世界的构成分为天

上、地上、地下“三界”, 人处于“三界”的中间 , 因此有

了“上祭天神、中兴人宅、下镇鬼神”的教义仪轨。佛教

传入西藏后 , 不仅以其强大的哲学体系和思辩逻辑 ,

获得了佛本斗争的胜利 , 而且为了适应并占领人们的

思想意识形态 , 还吸纳了许多本教的教义和神灵化为

己有。据史料记载 , “莲花生大师进藏后 , 用类似本教

的那套奥秘的巫术传教 , 以迎合人们相信驱魔摄鬼的

心理 , 并把本教的某些神祇吸收到佛教中作为护法

神 ,从而首先消除了人们对佛教的陌生感”。

如果说本教的“三界”是在不能正确解释物质世

界和自然现象的情况下形成 , 并与原始自然崇拜有着

密切关联的一种幻象和祈福的话 , 那么藏传佛教的

“轮回”思想则是探寻生命现象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中

所形成的一种认知和关切。“轮回”思想既包含了藏传

佛教基本理论中的“六道”(天界、非天、人间、傍生、饿

鬼、地狱)、“五毒”(欲、瞋、痴、贪、妒)、“四苦”(生、老、

病、死 )、“三境”(身、语、意 )等内容和修习次第 , 同时

亦包含了“三门”、“六境”、“九住”等本教教义理论的

某些因素。“轮回”思想认为 :人是在天界、非天、人间、

傍生、饿鬼、地狱等“六道”中反复轮回 , 其中前三种称

为“善三趣”, 后三种称为“恶三趣”;与此同时又把“六

道”分为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“三界”, 也就是说把“六

道”之天界与非天、人间与傍生、饿鬼与地狱各两界合

二为一分成“三界”。这与本教的天上、地上、地下“三

界”相比较 , 只是前者更具思辩性而没有更大的本质

差异。同样 , 以藏传佛教“轮回”思想中的修习教诫为

例 :如果要摆脱生死轮回之苦 , 培养最高德行 , 通向明

处正道 , 那么就必须摒弃“五毒”, 抛戒恶行 ; 克服“四

苦”,净化意念 ;修悟“三境”,积得善业。如果再将上述

与本教的“三门”、“六境”、“九住”等修习理论相对照 ,

也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特别是藏传佛教始终倡导的“行善戒恶 , 清净身

心”之终极理想与作为本教最高修习理念的“清静本

界 , 自住本位 , 大彻本境”等经典教义之比较 , 尽管存

在着“积业途径”的相异 , 但却有着“积得业果”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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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。因此不难看出 ,藏传佛教既包容了本教宇宙观念的

神秘解释 ,又传承了佛教经典理论的博大内涵。这就是

藏传佛教在藏地 ,甚至更广的范围里久盛不衰、深入人

心的重要原因。

藏传佛教从“前弘期”的传播到“后弘期”的复兴 ,

经过藏族历代高僧大德的体验和丰富 , 历经一千三百

多年的发展 , 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系统理

论 , 并成为藏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而且藏传佛教作为藏族人文思想重要的组成部

分 ,它既能提供解读物质世界的某些科学思路 , 又能提

供平衡精神世界的某种心理支撑 , 成为了当今世界不

同国家和民族的许多学者和众多信徒关注的关于自

然、生命、思维、意识、伦理、道德等方面的独特学说之

一。

作为藏传佛教哲学思想重要内容的“因果”理论 ,

是藏族人文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 , 也是促成藏人生命

理念和思辩逻辑的重要前提。“因果”理论既包含从藏

传佛教“因果”学说中延进发展的道德观念 , 亦包含大

小“五明”[1]所囊括的辩证逻辑和科学方法。如果说藏

传佛教作为藏族人文思想最厚重的精神载体 , 从宏观

上揭示了自然、生命 , 特别是伦理、道德的通向明处之

真谛的话 , 那么“五明”则作为藏族人文思想中最具辩

证原理的认知体系 , 从微观上探析了事物的内在规律

并梳理了系统的科学原理。

“五明”作为学科分类化的系统理论 , 不仅具有各

自学科的独立而完整的认知体系 , 同时在不同学科体

系的深层领域又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具有逻

辑上的同源性。其中小“五明”之一的“戏剧学”作为藏

族戏剧艺术理论的综合学说 , 其内容不仅涵盖涉及戏

剧、音乐、舞蹈的创作、表演、审美等诸要素 , 而有着丰

富的内涵和不同的分支系列 , 同时也涉及大小“五明”

之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而具有辩证性。“戏剧

学”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“艺韵九态”、“七种音品”、“戏

剧五支”、“乐舞三旨”、“音词曲度”等与人们的信仰、道

德、审美等有着密切关系的艺术准章和规诫法则。这些

准章和法则 ,既有针对体裁的特指性而各其成章 , 亦有

基于题材的泛指性而贯穿统栏。而“艺韵九态”、“戏剧

五支”和“乐舞三旨”则是与藏传佛教音乐 ,特别是与作

为藏传佛教重要艺术形式之一的羌姆乐舞音乐密不可

分。

藏传佛教音乐 ,主要包括诵经音乐、寺院器乐音乐

及羌姆乐舞音乐三大部分。

一、诵经音乐

诵经音乐指寺院僧侣诵念经文时吟唱的声乐音乐

和诵念经文段落之间穿插的间奏性器乐音乐 , 或与诵

念经文同步进行的伴奏性的器乐音乐 [2]。由于诵经是

僧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, 是僧侣在修行过程中

不可缺少的重要宗教活动 , 因此不同教派之间和不同

宗派之间有着不同的修行方式 , 并形成了不同的诵经

形式和不同的音乐特征。包括日常念经和闭户修行 ,集

体诵经和个人念经 ; 较快速度的念白式诵经和较慢速

度的吟唱式诵经 , 有领经师领诵的诵经和无领经师领

诵的诵经 ,有器乐伴奏的诵经和无器乐伴奏的诵经 ;在

寺院庙宇诵经和村头巷尾诵经 ; 用这种方言的腔调念

诵和那种方言的腔调念诵 ; 显宗吟念经文和密宗默念

咒语等等。可谓五花八门 ,应有尽有 ,很难以某种尺度

来判定哪类或哪样是作为典型例子加以概括。

诵经音乐的伴奏乐器主要是吹奏乐器和打击乐

器 , 包括铜钦 (铜制大法号 )、博嘎 (铜制小法号 )、甲林

(类似唢呐的双簧乐器 )、冈林 (骨号 , 有胫骨制和铜制

两种 )、同嘎尔 (法螺 )、曲阿 (神鼓 )、拉阿 (长柄鼓 )、斯

念(铙钹)、捕切(大钹)、朵吉持布(法铃)、达玛如(类似

拔浪鼓的双面小摇鼓)等。这些乐器一般在集体诵经时

介入其中 , 主要是在诵经开始前和诵经过程的间歇演

奏而具有前奏和间奏的性质 ,时而也与诵经同步演奏 ,

能够营造出庄重肃穆的音乐氛围。因此在藏传佛教 ,特

别是密宗修行者 , 把乐器作为修炼环节中必不可少的

重要法器 , 把音乐视为获得超度之必须借助的重要载

体 , 认为寂静默念的隐声咒语犹如一道“奇径”能够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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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气脉相通[3],鸣彻耳际的法音妙乐则好似一支“翼翅”

能够飞载清静之界 [4]。

另外在诵经音乐中 , 还有一种领经师吟唱的特殊

唱法:“领经师常采用的超低音唱法 , 演唱音域可低达

大字组 C音或更低些 [5], 发音低沉浓厚 , 传送甚远”[6]。

此唱法藏语称为“咗咯”,意为犏牛 (牦牛和黄牛杂交生

的牛)的吀声 ,因演唱时借鉴了黄牛的吟腔式长音和牦

牛的吼声式短音的复合原理而具有强烈的共鸣 [7]。此种

唱法需经长期的专门训练方能掌握。

二、寺院器乐音乐

和诵经音乐一样 , 寺院器乐音乐也是与僧侶日常

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一种仪轨性音乐形式 , 主要是在

法事仪典、迎送活佛、节日巡游等经常性宗教活动中演

奏的音乐。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仪轨音乐为例 :有“善喜

众神之供云仪轨音乐、御酒神饮水仪轨音乐、冈索仪轨

音乐、正行法业仪轨音乐、传授灌顶仪轨音乐、开光迎

神及安住仪轨音乐、时法仪轨音乐、送葬仪轨音乐、火

供烧施仪轨音乐”[8]等。寺院器乐音乐的乐队形式与诵

经音乐中的使用基本一致 , 但其音乐结构大多为片段

性而不突显类似羌姆乐舞音乐的程式化结构特征。

三、羌姆乐舞音乐

“羌姆”一词在藏文中是个动词 , 其原意包含跳、

韵、亮相等体态动作而有着舞蹈的指意 , 后来成为宗教

舞蹈的专有称谓,一般译作“法舞”或“跳神”。羌姆的最

初形态可能是以形体动作为主的体态造型而似乎没有

音乐陪衬的迹象。羌姆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

成了融音乐舞蹈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 , 并逐步趋

于规范和完善。羌姆乐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世

纪的吐蕃时期。据文献记载 , 莲花生来到西藏后 , 为了

传播佛教教义 , 收伏恶毒天魔 , 空虚之中作金刚步 , 加

持地基 ,修建桑耶永固天成大寺 [9]。这就是公元八世纪

末 ,莲花生大师在修建桑耶寺的奠基仪式上 , 开创了一

种以驱鬼镇邪为主旨的仪式性宗教舞蹈之说法的主要

依据。尽管尚未找到有关描写莲花生大师当时所跳之

舞蹈的具体细节的记载 , 但大多数人认为其动作是在

印度佛教无上瑜珈部金刚神舞的基础上 , 吸收了西藏

本教的巫术舞、图腾舞 , 以及阿卓鼓舞、面具舞和谐钦

等民间歌舞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仪式性宗教舞蹈 , 是

藏传佛教羌姆乐舞的最初起点。当然 ,也有人认为 ,羌

姆作为古老的艺术形式早就流传于西藏 , 在莲花生入

藏之前就有本教羌姆的存在。因为羌姆乐舞中的许多

表演形式和动作要素 , 不仅存在于流传至今的各种古

老的民间艺术当中 , 而且早在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

布颁发“十善法典”而举行的庆祝仪式之记载中 , 就有

表演类似羌姆的面具舞等歌舞杂技的生动描绘。由此

来看 , 羌姆乐舞也和藏戏等其它艺术形式一样 , 是在

不断的吸收和借鉴各种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得以发展 ,

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结构形式和程式化的表演流程。

羌姆乐舞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是在朗达玛 [10]禁佛

一百多年后的公元十世纪末至公元十五世纪初宗喀

巴 [11]进行宗教改革 , 创立格鲁派的四百多年间。公元

十世纪末 , 西藏进入了史称“后宏期”的藏传佛教全面

复兴和发展阶段 , 不仅从印度等地迎请阿底峡 [12]等传

戒弘法 , 同时又派遣仁钦桑布等到印度、克什米尔和

尼泊尔学法取经 , 形成了由诸多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

和知识渊博的班智达 [13]组成的庞大的释法译经队伍 ,

⋯⋯在译释佛学经论、著书立说、兴建寺院、传法授

徒、创立教派等各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此时 ,西

藏与印度、尼泊尔间的佛教交流学者不绝于途 , 有

名可考、有著作流传者不下三百人。大量三藏典籍、

特别是密乘无上瑜珈部的经典与法门在西藏得到广

泛译传 , 使在印度走向衰落的晚期佛教密法得以传

承发展 [14]。就在这期间 , 先后形成了宁玛派、噶举派、

噶当派、萨迦派以及后来的格鲁派等藏传佛教诸派。

为了传播教义、扩大影响、吸引信徒等的目的 , 各

个教派不仅通过制订教规、兴建寺院、讲经说法等途

径谋求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范围 , 同时还通过印刷佛经

典籍、绘制佛雕神像、表演羌姆乐舞等形式宣传和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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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佛法 , 以争先获取更多信众的布施和捐赠。而羌姆

乐舞作为其中最能招徕信众的有效途径 , 不仅得到了

各家门派的重视 , 同时也为该艺术形式自身的完善和

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时机。许多寺庙先后创编了各自的

羌姆乐舞之舞谱和乐谱 , 并制定了严格的表演程序和

技法要求 , 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形式而显露出相当的艺

术水准。提出了以舞、画、音等“乐舞三旨”为要素的结

构原则 , 和以媚态、武态、丑态、凶态、乐态、惧态、悲

态、怒态、善态等“艺韵九态”为标准的表演要求。“乐

舞三旨”在羌姆乐舞中的重要意义如同“戏剧五支”[15]

在藏戏构成中的艺术功能 , 包括穿戴面具之舞蹈 , 绘

制坛城之场景 , 佛经诵唱之音乐等 , 这与藏传佛教密

宗修炼中的身密、语密和意密“三密”有着密切的关

联 ,并认为三密相应才能成佛。身密包括手态和坐势 ,

要和所修的本尊姿势一样 ;语密即口中要念诵所修本

尊的咒语 ;意密即思想与意念要和本尊一致。而“艺韵

九态”中的身态、语态和意态 , 即媚态、武态、丑态为身

态 , 凶态、乐态、惧态为语态 , 悲态、怒态、善态为意态

等“三态”, 又与藏传佛教的身、语、意“三境”有着密切

联系。因此“乐舞三旨”和“艺韵九态”作为藏传佛教艺

术审美的重要内容 , 所提供的多重性同构要求和多样

的情态提示以及丰富的想象空间 , 不仅对艺术作品的

演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, 同时对艺术作品的创作也

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早期的羌姆乐舞作为仪式性的宗教乐舞 ,

不仅不能随意表演 , 更不能随便传授 , 而且各

寺院日常的排练和学习也是必须在“羌姆本”,

即羌姆乐舞师的带领下进行。同时其表演的时

间和地点等也具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。各个教

派和寺院通常选定某一宗教节日为表演日期。

羌姆乐舞只是在后来才吸收了气功、摔跤、喜

剧 , 以及民间歌舞和民间故事等平常在热巴和

藏戏中出现的类似艺术形式 , 使羌姆乐舞在内

容上得到充实的同时 , 其形式也变得更加多

样 , 越来越受到僧俗群众的欢迎并逐渐发展为

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相结合的综合艺术。后来还出现

了包括俗人表演的“米那羌姆”等在内的羌姆艺术新

变种 [16]。

羌姆乐舞从内容上看 , 既突出了宗教性、严肃性

和教化性 , 亦包涵了世俗性、观赏性和娱乐性 ;从形式

上看 , 既强调严密性、统一性和守恒性 , 亦不失其灵活

性、多样性和变异性。形成了一套宗教与世俗、理论与

实践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 , 以音乐与舞蹈、服饰与造

型、直叙与铺排相融合 , 以静态与动态、可变与不变、

部分与整体相统一的具有组合性结构逻辑和固定化

表演程式的完整艺术形式。

羌姆乐舞的结构形态和表演流程虽然在不同的

流派和仪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, 但总体结构框架

是基本一致的 , 特别是开场和结尾的形式。羌姆乐舞

的表演首先由僧众念经并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 , 接着

“开始表演时 , 先由大型鼓吹乐队奏乐作为前奏 , 然后

由众护法神、鸟兽神祇等全体表演者依次鱼贯而出 ,

缓慢作舞 , 绕场一周。其后才分段表演各种角色的乐

舞 , 在各段乐舞之间 , 有时穿插表演佛经故事片段 , 或

用哑剧方式表演世俗性的短小喜剧段落 , 有时僧人表

演摔跤、角斗等来娱乐观众”[17]。羌姆乐舞的结尾大多

表现驱鬼迎祥的内容。诸神在乐队强烈音响的衬托

下 , 以威武凶暴的形体造型与勇猛刚劲的表演动作 ,

表现出镇压一切妖魔的气势 , 并将象征鬼怪的“朵玛”

青海塔尔寺羌姆表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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俑像斩杀并驱赶在寺院外点燃焚毁 , 然后所有的演

员进行歌舞狂欢 , 以示庆祝除凶迎祥之驱邪仪式的

顺利进行。虽然由于各个教派的护法神的不同 , 使

羌姆乐舞中出场的人物角色也就不尽相同 , 而且各

个寺院表演的羌姆乐舞之场节的数量和表演的顺

序等也有一定差异 , 但其总体结构是基本一致的。

特别是以念经祈祷、祭祀敬神、鼓乐齐鸣、诸神降福

等开场仪式 , 以及最后在象征驱除邪魔之“朵玛”俑

像的斩杀、驱赶、焚毁及庆祝仪式等结尾模式 , 都具

有相对固定的表演程序而没有本质的差异。而且从

结构原理上看 , 与热巴和藏戏的结构模式也不无关

联。

羌姆乐舞的表演程序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:

开场部分 : 僧众念经祈祷———举行祭祀仪

式———乐队奏响前奏———演员依次出场。

中间部分 : 表演各种角色并穿插佛经故事、世

俗喜剧片段、僧人格斗等循环进行⋯⋯。

结尾部分 : 展示诸神法力———斩杀驱赶鬼

怪———点燃焚毁鬼俑———众人歌舞狂欢。

羌姆乐舞除了在结构形态和表演程序等方面

不同教派之间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性外 , 各教派和

寺院在羌姆乐舞中所使用的

乐器是基本一致的 , 常用的有

铜钦、捕切和拉阿三种 , 另外

尚有甲林、曲阿、和斯念等乐

器。这些乐器按其发音性质、

演奏法和音响特征的不同 , 分

为“喜瓦”和“查布”两类 :其中

善于演奏音色优美细腻 , 需要控制音量的音乐之乐

器如甲林、曲阿、斯念等属“喜瓦”, 即温和的一类 ;

而音色威武粗犷 , 需要音量较大的音乐之乐器如铜

钦、捕切、拉阿、冈林等属“查布”,即威猛的范畴。根

据内容和场景等的不同 , 这些乐器时而分开使用 ,

时而混合演奏 , 形成强烈的对比 , 并能够塑造出庄

重威严的音乐形象[18]。

四、藏传佛教音乐中的音响组合

藏传佛教音乐中的音响组合主要由不同声部中的音

调以泛音列中的不同泛音为依据 , 使不同声部的音调通

过各自特定的发音体(如乐器和人声)在不同音域中的进

行之纵向重叠而构成。虽然这种以泛音原理形成的和音

在其具体处理手法上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专业音乐中的四

部和声原则 , 但是它们在构成纵向重叠之音高素材的选

取和应用方面 , 却遵循着共同的组织逻辑而有着物理属

性方面的一致性。

虽然这些不同因素在具体音乐形态中的呈现方式存

在着一定的差异 (包括不同乐器的调高和不同声部在音

高和节奏音型等方面的差异) ,但它们都以泛音列中的某

一“片断”的音组为基础而构成了各自相对固定的模式化

音高组织。而且这些不同发音体或不同声部所能够使用

的音 , 还能够与泛音列中的音级密度的变化相适应而具

有合理性。同时 , 其音乐形态也与不同发音体或不同声

部的发音特性和演奏 (唱) 性能相吻合 , 而从低到高逐

渐趋于更具旋律特性的音调式样。这样使处于最高声部

的旋律音调也就变得更加多样而轻盈灵活。若把这种多

层形态中的单个因素加以拆解分析 , 将清楚的发现其构

成因素。如以 C为基音的泛音列为例 :

(一)甲林音调

甲林吹奏的偏高音区的旋律音调 , 主要由泛音列的

第八至十六个音为基本框架而构成(包括低八度移位)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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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诵经音调

念诵经文的音调没有更多的旋律起伏 , 主要由易

于反复的节奏型短小乐汇所构成。因此 , 诸颂经者吟

唱的诵经音调也就主要基于节奏音型的句式规则 , 即

横向段落中的统一节律为主要依据而不以旋律起伏

为先决条件。但由于诸诵经者根据自身“声音条件”的

制约而形成的不同的调高或音区 , 使诵经的音调也就

有可能出现因起句音高的不同而形成的多声部重叠

现象。从这个角度上看 , 这种“随意”起唱所形成的多

声部重叠或许没有任何规律可寻 , 但恰恰有意思的

是 , 由于音高上的相对自由使这些因起句音高的不同

而构成的声部重叠 , 也就被本能地倾向于泛音列的和

谐共振当中 , 并置于共同的物理属性而形成结构力。

从而使这种类似“格里高利圣咏”的平行声部重叠 , 也

同样拥有了自己的组织逻辑而具有合理性。这种由泛

音列偏中音区构成的多声部重叠 , 主要由下列形式构

成 :

(三)铜钦音调

铜钦只能吹奏三个音 , 包括极低音区的基音和高

八度的第一泛音 , 以及上方纯五度的第二泛音 (但由

于乐器形制的不同 , 即管长和直径的不同而调高也略

有不同)。其中基础音的发音相对模糊而不常用(除了

乐器制造工艺精良并遇到好的演奏员时吹出良好音

响外 )。该乐器的使用分为一支单独演奏和多支一起

演奏等 ,主要由下列形式构成 :

(四)领经音调

领经师吟唱的音调是在极低音区的音区内 , 通过

从高到低的滑音式向下的吟声 , 到达吟唱者认为合适

的音高后 , 将类似同音反复的短小乐汇略带变化地循

环重复所构成并形成特殊的结构力。这种低沉浓重的

吟唱音调有着强烈共鸣 , 并在多声部重叠中形成强大

的“音场”效应。其大致音乐形态如下 :

以上这些音响因素或不同声部的结合 , 在羌姆乐

舞开始前的祈祷仪式等大型法式仪典上的音响组合

当中 , 常常能够显示出惊人的音效感应力而接近自然

法则 , 几乎与现代物理学的解释相一致 :即铜钦 (大法

号 ) 吹出的低音区的音为泛音列中的若干初始音 , 与

领经师发出的超低音之“基音”和诸诵经者吟唱的中

间层次的声响融为一体 , 其中的重叠密度和音高关系

也与泛音列中处于相应区域的诸音相一致而具有合

理性 ; 同时 , 甲林吹奏的偏高音区的旋律音调则由泛

音列中的第八至十六个音为基本框架而构成 (包括低

八度移位 ) , 从而与铜钦和诵经声形成完美的 “同构

体”; 而且 , 鼓、钹等打击乐器奏出的各种节奏音型以

及冈林吹出的“警句”式音调 (向下二度滑音装饰的长

音 ) , 则把上述纵向重叠中的空间音效置于有序的时

间节律当中 , 从而形成了以捕捉自然音效为构筑基础

的反馈自然之赞美与托以身心祈福的祭颂之表情为

一体的综合性音乐形态和特殊的文化载体 (这种声部

组合的大致形态图示见下页)。

另外 , 这些音响因素或不同声部的结合 , 在具体

使用中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, 既可能以某几个音

响因素或声部的结合出现 , 也可能以所有音响因素或

声部的重叠而构成。而且由于不同发音体 (乐器和人

声)的形制和“条件”的限制而有时可能形成不同调高

或基音之间的复合性多种泛音列因素结合的多调重

叠现象。但从总体上看 ,这种泛音原理形成的和音 ,作

为整个西藏传统音乐中最为复杂、最具特色的主调音

乐技法 , 不仅由自身完整的低音声部、内声部和旋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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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部等纵向重叠构成而具有主调音乐的典型特征 ;同

时由于在不同音响因素或不同声部之间所具有的不

同旋律形态(包括不同节奏型 )和不同音色特征 , 使这

些不同音响因素或不同声部之间亦构成了横向线条

的重叠而又具有对比式复调音乐的许多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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